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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是高度依賴視覺的學科。了解人們在幾何任務中如何運用視覺資訊，將有助於幾何教育。本文首先簡

介了眼球追蹤技術的原理與指標，其次說明15篇幾何眼動文獻的搜尋方式，接著將期刊論文分成四個主

題加以回顧，包括幾何解題與論證、閱讀與學習、口語解碼與媒體設計，以及眼動楷模。每篇文獻回顧了

研究法、認知作業與材料、實驗程序，以及研究發現。本文在最後的結論與建議一節，除了從受試者特

性、認知作業、幾何材料、眼動儀型態，與眼動指標的選擇來總結這些文獻，也指出眼球追蹤技術目前應

用在幾何教育上的限制與突破的方式，同時也展望幾何眼動研究未來值得探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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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y is a highly visual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how people process visual information when performing 

geometric task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geometr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s and indicators 

of eye-tracking techniques, and then describes the procedures of paper selection and screening. The third to sixth 

sections reviews four topics from fifteen papers on geometry education using eye tracking, including problem solving 

and argumentation, reading and learning, lexical decoding and media design, and EMME. The research design, 

cognitive tasks and materials, procedures, and results involved in each study are reviewed. The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are summarized under three aspects. First, we summarize these studies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cognitive tasks, geometric materials, eye-tracking devices, and eye-tracking indicators. Second, we 

identify the limits of eye tracking in geometry education and possible future breakthroughs. Third, future eye tracking 

research topic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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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幾何是一門探討圖形與空間的學問，只透過聽覺擷取語文資訊，是沒辦法學習幾何的。了

解眼睛看了幾何文本或物件的哪裡、停留了多久、先後順序如何，可以提供幾何學習歷程與數

學教育一些重要的啟示。近幾年，眼球追蹤（eye tracking）在數學教育領域開始受到關注，出現

了一些回顧性的論文，包括研討會論文（Schindler & Lilienthal, 2018; Wu, 2018）以及期刊論文

（Lilienthal & Schindler, 2019），例如 Schindler 與 Lilienthal 在收錄了超過 500 本數學教育領域

期刊的 MathEduc 資料庫搜尋眼球追蹤的研究，發現 1986 到 2011 每年都不超過兩篇，而 2014

到 2016 則至少每年 10 篇，顯示數學教育的眼球追蹤研究可能已經累積了可以回顧的文獻量。

因此，本文旨在聚焦幾何的學習與教學，回顧眼球追蹤技術的應用，並展望未來與指出待突破

的限制。 

一、眼球追蹤的原理與應用 

眼球追蹤的心理學基礎是建立在心眼假說（eye-mind hypothesis）上，最早由 Just 與 Carpenter

（1976）提出眼睛注視的位置是心智正在處理的訊息位置之論點，這使得眼動指標的時間長短、

空間位置，和順序有指涉某些心理意義的理論基礎。國內有多位學者發表了眼動相關的回顧性

論文，在聚焦幾何眼動研究之前，讀者值得參考這些領域更廣的文獻回顧（陳學志、賴惠德、邱

發忠，2010；Lai et al., 2013; Yen & Yang, 2016）。 

眼球追蹤作為一項科技工具，可以運用在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兩大方向。在作為研究工具

上，眼球追蹤可以探討認知功能，例如閱讀、學習、問題解決；也可以反映情意與動機，例如恐

懼、焦慮，或者投入（engagement）。認知的研究上，閱讀歷程運用眼球追蹤進行探究的歷史較

長久，Keith Rayner 是其中的重要學者，他的回顧性論文非常值得參考（Rayner, 1998, 2009）。

學習歷程牽涉到注意力的分配與處理的深度，多媒體設計的良莠特別能從眼球追蹤得到評估

（Alemdag & Cagiltay, 2018; van Gog & Scheiter, 2010）。傳統上仰賴放聲思考或者最終的解題表

現來推論的問題解決歷程，眼球追蹤也能提供更為即時且細緻的訊息（Knoblich, Ohlsson, & 

Raney, 2001; van Gog, Paas, van Merriënboer, & Witte, 2005）。眼球追蹤被用來探討情緒，多半聚

焦在恐懼或焦慮上，包括數學焦慮（Hunt, Clark‐Carter, & Sheffield, 2015），或者當事人在溝通時

是否投入（Nakano & Ishii, 2010）。 

眼球追蹤技術不只是研究工具，同時也應用在各種實務領域。眼動訊息被用來診斷疾病

（Pierce, Marinero, Hazin, McKenna, Barnes, & Malige, 2016），包括自閉症、思覺失調症、焦慮

症、憂鬱症。其次，眼球動作如同另一種形式的滑鼠，可以控制人機介面（Kojima, et al., 2001; 



4   

Sharma & Abrol, 2013），例如手機、電玩遊戲、偵測疲勞駕駛，或者漸凍人或殘障人士的輔具。

另外，整合了偵測與輔助的應用已出現在教育領域，例如偵測到讀者閱讀電子書在某個詞彙停

留過長，螢幕就跳出翻譯等輔助（Biedert, Buscher, & Dengel, 2010）。 

基於前述的架構，本文搜尋所得的文獻會被分為研究與應用兩類，其後研究性質的文獻再

分為認知與情意兩類，而應用性質的文獻則檢視是否屬於診斷、控制，或者偵測與輔助等目的。 

目前研究用的眼動儀多半採用桌上型，由電腦螢幕呈現給受試者觀看的 2D 材料，透過紅外

線光源投射在受試者的眼球上，分析眼球的瞳孔位置與光線在眼球上的反應點來推估眼睛注視

的位置（參見陳學志等人，2010）。眼鏡式眼動儀較常使用在應用領域，能觀看實際的 3D 環境

或物件，使用時較為便利，但因其眼動影像投射回 3D 環境的處理速度與精準度還不理想，做為

研究工具有其限制。眼動儀的取樣率少則每秒收集 25 筆（稱 25Hz）、多則 2000 筆（2000Hz），

通常取樣率高的眼動儀，固定頭部才能取得誤差小的資料，也通常是桌上型，因此研究者必須

評估研究問題、研究對象的年齡、實驗作業等是否與特定的眼動儀適配。 

二、眼球追蹤的分析 

眼球追蹤資料的分析，可以針對眼動資料的影片檔或熱區圖（heatmap，見圖 1）進行質性

的詮釋，例如 Molina、Navarroa、Ortega 與 Lacruz（2018），也可以根據研究目的或假設來定義

興趣區域（area of interest，後文簡稱 AOI），計算每一個 AOI 內的凝視點數量或凝視時間，或者

凝視點在各 AOI 之間的移動順序等的量化分析。 

 

圖 1  讀者在幾何證明題之凝視點熱區圖（取自作者的實驗資料） 

凝視時間 

短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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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純文閱讀的眼動研究裡，AOI 可以以詞彙、語句或段落為分析單位。以「詞彙」為 AOI

的研究中，以下四個是常用的眼動指標。圖 2 是以「parallel」為 AOI 的示意圖。（1）第一個凝

視點的凝視時間（first fixation duration, FFD），進入 AOI 後第一個凝視點，即圖 2 凝視點 4 的凝

視時間。（2）第一連續凝視總時間（first gaze duration, FGD），第一次進入 AOI 到離開之前所有

凝視時間加總，即圖 2 凝視點 4+5 的時間。FFD 和 FGD 這兩種指標反映的是詞彙觸接（lexical 

access，也稱為解碼，decoding）可以用來反映初步瞭解字詞意義的歷程。（3）回視時間（regression 

time，RG），從 AOI 離開後，第二次及以後再進入該 AOI 的所有凝視時間加總，即圖 2 的凝視

點 8 的凝視時間，此指標反映的是理解歷程（comprehension processes）（Juhasz & Rayner, 2003）。

（4）總凝視時間（total fixation duration, TFD），AOI 內所有凝視點時間的加總，即圖 2 的凝視

點 4+5+8 的時間，可以反映此一詞彙在語句中的重要性。若改以「語句」或「段落」為 AOI，

常用的眼動指標類似，只是 AOI 的單位從一個詞彙擴大為一句或一段：（1）第一次閱讀目標區

凝視時間加總（first-pass fixation time），計算與 FGD 類似。（2）重讀目標區凝視時間加總（second-

pass fixation time），與 RG 類似。這兩個指標亦分別反映語句或段落的解碼歷程—初次處理語句，

以及理解歷程—整合各語句以形成段落或全文大意（Hyönä, Lorch, & Rinck, 2003; Rayner & 

Liversedge, 2011）。 

 

圖 2  以「parallel」為 AOI 之語句的凝視點示意圖 

在閱讀有文有圖的圖文眼動研究裡，常用的眼動指標包括：（1）總凝視時間（total fixation 

durations, TFD），此指標反應讀者處理閱讀材料所耗費心力的程度，一般而言，總凝視時間越長，

表示讀者花費更多心力和認知資源去處理所閱讀的訊息（陳琪瑤、吳昭容，2012；Hannus & Hyönä, 

1999; Hegarty & Just, 1993）。（2）圖佔圖文凝視時間比例，或圖上各區域佔全圖凝視時間比例

（ratio of figure fixation duration）顯示讀者注意力分配在圖上多寡或者是為理解文意而仰賴圖的

比重（林寀雯、吳昭容，2016；陳琪瑤、吳昭容，2012；簡郁芩、吳昭容，2012；Hegarty & Just, 

1993）。（3）圖文來回次數（integrative transition）是指凝視點從文上移動到圖上或者從圖上移動

到文上的次數，有些學者只計算一個方向（例如只算文到圖），有些學者則來回都算。此指標反

映讀者企圖整合圖和文的資訊（Alqassab, Strijbos, & Ufer, 2018）。 

掃瞄路徑（scan path）是由讀者序列的凝視點和跳視所組成，可以反映讀者搜尋資訊以理解

或解決問題的策略（Hyönä et al., 2003）。掃瞄路徑有底下三種常見的分析方式：一是人工逐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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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分類（Jian & Wu, 2015）；二是運用馬可夫轉移機率（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計算凝視

點在一個 AOI 之後最可能（以及第二可能、第三可能……）移到哪一個 AOI，其中運用到轉移

矩陣計算與條件機率來計算注意力在兩兩 AOI 之間移動軌跡的機率（Lee & Wu, 2018），此種方

式可以反應兩個 AOI 共同形成意義的重要性，但因為是合併所有受試者資料進行的分析，並無

個人數據得以考驗其統計顯著性。第三種方式是採用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的統計方法，

計算凝視點轉移順序的統計顯著情形，並應用於找出受試者的閱讀路徑（Jian, Wu, & Su, 2014）。 

由於眼球追蹤技術被運用在閱讀研究的歷史較長且數量最多，上述眼動指標多數來自閱讀

領域。其它諸如問題解決、創造力、社會互動、情緒等領域，除了一些總凝視時間、跳視次數等

常用的指標之外，也有各自領域特別慣用的指標，部分指標會在後文介紹。 

貳、文獻搜尋與歸類 

為了收集主題相關且品質夠好的論文，本文作者在 2019 年二月從 Web of Science 的 SSCI、

ESCI、SCI-expanded 資料庫與國內 TSSCI 資料庫的期刊論文開始，限定年份在 1988 至 2019 年

之間，主題則以幾何（geometr*）AND〔眼動（eye movement*）OR 眼球追蹤（eye tracking）〕

AND〔學生（student）OR 學習（learning）OR 解題（problem solving）OR 認知（cogniti*）〕，

結果合計為 76 篇文獻。逐筆檢視其摘要，必要時閱讀全文，刪除材料雖為幾何，但與幾何認知

或學習無關的論文，例如以幾何圖形為視覺搜尋材料的知覺研究或者作為自閉症測驗的材料，

也刪除以幾何做為工具來建立資料模型的文獻，結果保留了 13 篇。接著採滾雪球的方式搜尋這

13 篇論文引用的或被引用的文獻，但限定在雖未列於上述資料庫但為數學教育學者普遍認為品

質優秀的期刊（Toerner & Arzarello, 2012），據此增加了兩篇文獻（Schimpf & Spannagel, 2011; 

Schindler & Lilienthal, 2019）。最後本文納入 15 篇期刊論文，為參考文獻中標有「*」之書目。 

這 15 篇論文最早是發表於 2001（Epelboim & Suppes, 2001），其餘 14 篇都發表在 2011 之

後。其中 13 篇屬於研究性質，探討的都是認知歷程，包括：幾何文字題解題及論證（6 篇）、透

過閱讀範例進行學習（4 篇），以及其它（1 篇幾何詞彙的口語解碼，以及 2 篇媒體設計的效益），

並無探討情意狀態的文獻。另外應用性質的僅有 2 篇，內容為眼動楷模（eye movement modeling 

example，以下簡稱 EMME）。前述四個主題的文獻分別整理在第參至陸節。為了協助讀者了解

眼球追蹤研究的設計及其結果的詮釋，本文對各篇文獻的回顧會保留較多與眼動相關的細節。

為了便於對照，表 1 摘錄各篇論文的研究法、受試者年級、眼動儀取樣率或精準度，以及其它

搭配的研究工具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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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類共15篇文獻的研究法、受試者年級、儀器精準度，與其它工具或資料 
 

 

主題與文獻 研究法 受試者年級 取樣率/誤差視角 其它工具或資料 

解題與論證     

Epelboim & Suppes, 2001 個案研究 成人 488Hz/- 放聲思考內容 

Schindler & Lilienthal, 2019 個案研究 高中生 -/1.5 刺激回憶訪談 

Lin & Lin, 2014a 實驗法 9年級  500Hz/0.5 手寫板、測驗 

Lin & Lin, 2014b 實驗法 11年級 1000Hz/- 手寫板、測驗 

Lin & Lin, 2018 實驗法 高中生 1000Hz/- 手寫板、測驗 

Muldner & Burleson, 2015 因果比較法 大學生 60Hz/- 手寫板、測驗、腦波 

閱讀與學習     

Lee & Wu, 2018 實驗法 大學生 1000Hz/- 測驗 

陳琪瑤、吳昭容，2012 實驗法 大學生 1000Hz/- 測驗 

林寀雯、吳昭容，2016 實驗法 大學生 1000Hz/- 測驗 

Alqassab et al., 2018 實驗法 師培生 25Hz/- 測驗 

口語解碼與媒體設計     

Verdine et al., 2017 追蹤研究 3到5歲 60Hz/- 測驗 

Molina et al., 2018 實驗法 2和6年級 60Hz/0.5 後測成績、後測完成時間 

Schimpf & Spannagel, 2011 實驗法 大學生 120Hz/- 動態幾何軟體 

眼動楷模     

van Marlen et al., 2016 實驗法 大學生 250Hz/- 眼動影片、測驗 

van Marlen et al., 2018 實驗法 大學生、7年級 250Hz/- 眼動影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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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幾何解題與論證 

Epelboim 與 Suppes（2001）提出「眼動的幾何推理引擎」模型，用來解釋眼球如何被控制

來協助幾何推理歷程，並透過模型估計特定受試者解決幾何量問題時的視覺工作記憶。該文先

對凝視時間、掃瞄路徑、視覺工作記憶（visual working memory）、路徑的獨立性四部份討論相

關的定義與公理，指出圖上幾何元素必須被凝視足夠長的時間（例如 200msec 上下），才會被加

入視覺工作記憶中；不同受試者解特定幾何問題時的工作記憶容量是固定的，當加入一個新的

幾何元素就超過這個容量時，就有某個保留在工作記憶中的元素會被覆寫；若此一被覆寫的元

素是解題必要的，受試者就得移動視線重複閱讀圖上這個被覆寫的元素；在重新加入這個元素

的同時，又會有另一個元素被覆寫。此一視覺工作記憶的限制可以解釋何以幾何題的凝視點如

此之多，而且重複（redundancy）。 

Epelboim 與 Suppes（2001）以三名成人個案進行實徵研究，包含兩名專家與一位生手。題

目包括 10 道搭配了圖形的幾何量文字題，文字部份以一句一行的方式呈現，例如題目包括三句

「線 s 切圓 O 於點 B，OB＝ AB，求弦 AB 和線 s 的夾角」（參見圖 3）。解題時不提供紙筆，但

所有試題的數字都在可心算的範圍內。解題時一方面收集眼動資料，另一方面要求受試者必須

放聲思考，且每題限時 5 分鐘。被眨眼打斷的或者短於 50 毫秒的凝視點不計入分析，再以人工

分類其餘有效凝視點到特定的文字、圖的幾何元素，或者「空白」（距離文字或幾何元素兩個字

元之外的凝視點），兩名分類員的評分者一致性大於 95%。該研究運用個別受試者之凝視時間的

分布與掃描序列的統計特性，估計兩位專家與一名生手在幾何解題的視覺工作記憶。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Epelboim 和 Suppes（2001）利用受試者的放聲思考資料將其工作記

憶中的內容和眼動資料對照起來，圖 3 是其中一位專家的解題歷程，他的解題分成四個階段，

（1）讀題並對照附圖、（2）未知角和∠ABO 互餘、（3）線段 AB ＝OB、（4）三角形 ABO 是等

腰…正三角形。圖上將不同凝視時間的凝視點以圓形（＜300 msec）、正方形（300600 msec）、

菱形（＞600msec）來表示，形狀上標示的數字是凝視點的順序。該文作者特別指出階段 4 有許

多凝視點集中在△ABO，雖然線段OA並未出現在附圖上，但專家受試者能在心智上建構出這條

關鍵的線段，並在眼動現象上顯現掃瞄的軌跡；而生手受試者則沒有。這顯示掃瞄軌跡不僅是

反映知覺歷程，也反映了高階推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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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專家解題者四階段的放聲思考重點與眼動資料（修改自 Epelboim & Suppes, 2001, p. 1568） 

相對於上述支持心眼假說的論點，Schindler 與 Lilienthal（2019）旨在指出，幾何解題的哪

些歷程適用或不適用此一假說。他們以一名高中生個案為對象，以眼鏡式眼動儀錄下個案解決

紙上一道正六邊形之角度問題的眼動軌跡。該題有多種解題途徑，而個案也被要求盡量多用不

同的解法，並至少嘗試 15 分鐘。隔了幾天，此眼動影片被撥放來進行刺激回憶訪談（stimulated 

recall interview），過程中個案與研究者都可以暫停或回轉影片，以便了解當時個案正在想什麼。

結果有多個眼動片段其眼睛注視的位置與個案報告的心智活動一致，此為心眼假說適用的證據，

不過眼睛在兩角之間來回的眼動型態，個案仍有多種不同內容的報告，例如用眼睛畫輔助線、

確認兩角具對稱性、思考如何運用兩角的已知條件…；但也有數個眼動片段與個案報告的認知

內容不一致，包括兩類：看到紙張之外，以及凝視點在無意義的位置上快速移動。對於前者，個

案表示當時他正在思考，看到紙張之外可以避免紙上資訊的干擾，讓思緒維持在進行中的思路

之上；對於後一類，個案表示他當時有點驚慌，因為發現前面步驟犯了一個錯誤，或者有點壓

力，因為發現時間快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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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林志鴻與林珊如（Lin & Lin, 2014a, 2014b, 2018）在幾何解題之眼動研究的技術做

了突破，他們將手寫板和眼動儀結合，解決了多數數學眼動研究的受試者只能心算、無法筆算

的限制。Lin 與 Lin（2014a, 2014b）旨在瞭解圖形複雜度（會使心像操弄的難度不同）如何影響

幾何解題的認知負荷，並比較解題成功者與失敗者的眼動差異。他們以五道相似三角形對應邊

成比例的問題為材料，並請已經學過此一相似形性質的中學生解題。五題的文字部分之題型類

似，都以類似於「若△ABE~△DCE，求？的長度」的方式呈現，待求的邊長以「？」標示在圖

上，而兩個相似三角形有五種不同的空間關係，例如左右排列的兩個獨立三角形（△ABC~△

DEF）、共用頂點且底邊相互平行並在頂點同側的兩個鑲嵌式三角形（△ABC~△ADE）、共用頂

點且底邊相互平行並在頂點異側的顛倒式三角形（△ABE~△CDE）……。Lin 與 Lin 先請 311

名九年級學生參與團體紙本測驗，透過各題的解題正確率、認知負荷評分，與學生學校成績之

相關，來確認五道題目的圖形複雜度。接著以 63 名高中生進行個別的眼動實驗，手寫板的解題

過程會呈現在螢幕的手寫區，有效樣本 57 人。Lin 與 Lin（2014a）選了三種眼動指標計算文區

題目和圖區的眼動資料：總凝視時間、凝視次數（fixation count），和 AOI 進出次數（run count），

他們預期認知負荷越高的題目，凝視總時間越長、凝視次數和進出次數越多，而研究結果也支

持假設，也就是需要心像旋轉的圖形難度較高。Lin 與 Lin（2014b）則選擇了 10 種眼動指標進

行分析，包括首次的、末次的，以及總和的三類各三到四種（例如總凝視時間、凝視次數等）指

標。他們分別針對文區、圖區，和解題區三區計算上述 10 種指標，其中凝視點僅納入 200 毫秒

以上的資料。比較解題成功者與失敗者在三區 10 個指標上的差異，沒有很穩定的效果，在少數

題目（主要是難度最高的題目）上，失敗者比成功者更常凝視文區和圖區，而成功者比失敗者

更常凝視解題區。未能得到穩定結果的可能原因，是其中四題的難度不高，正確率在 .79 到 .89，

這使失敗者的人數相當有限、資料誤差較大。 

Lin 與 Lin（2018）用類似的材料、62 名高中生進行控制較佳的實驗，目的在探討需要心像

旋轉的幾何圖是否較困難。他們比較將有共同邊的兩相似形三角形（毗連組）拆成分離的圖形

時（分離組），是否能降低相似形對應比對的難度，進而提高解題正確率？同時探討解題成功者

與失敗者在不同的解題階段是否有差異？受試者被分派到毗連組與分離組，四題前測試題兩組

相同，僅有一題正式題有差異。不論前測或正式題，每題都有三個畫面，文區和解題區在三個

畫面都維持不變，僅在圖區增加訊息與開放功能：畫面一，兩個三角形的對應角上標有同樣的

記號，如＊、° 等；畫面二，增加了已知邊的邊長數值，以及待求邊長的「？」；畫面三維持前

述兩畫面的資訊，並開放可在解題區書寫的功能。Lin 與 Lin 並未說明三個畫面的時間如何控

制，但筆者從結果推測，應該是由受試者控制呈現時間。兩組受試者前測的正確率大致相當，

四題正確率在 .71 到 .90 之間，而正式題的正確率兩組都是 .19，顯示把兩個相似三角形拆開並



  11 

未降低解題難度。眼動資料的處理與之前的論文類似（Lin & Lin, 2014a, 2014b），只保留超過 200

毫秒的凝視點，選用凝視總時間、凝視次數和進出次數三種指標，分就三個畫面的數個 AOI 分

析兩組之解題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資料。結果畫面一並未顯現成功者與失敗者的差異；畫面二在

毗連組有部分指標顯示失敗者比成功者更常看邊長數值與問號，而分離組的成功者與失敗者沒

有差異；畫面三在分離組則有多個指標上顯示失敗者比成功者更常看所有區域，包括圖區、文

區的數值和問號，以及作答區。 

Muldner 與 Burleson（2015）同樣採用了眼球追蹤搭配手寫板探討幾何論證，但該文的研究

問題是學生的眼動指標和 EEG（Electroencephalography，腦波）可否區辨高低數學創造力？該研

究以 21 名大學生為對象，用了一道只需中學幾何知識卻有超過 30 種證明方式的題目為材料。

數學創造力總分是由數學論證的流暢性、變通性和原創性加總所得的分數，該分數高或低於平

均數的受試者分別歸為高、低創造力。研究者另外也收集了受試者的幾何知識和創造力評量表，

結果兩者都與數學創造力無顯著相關，然而高、低創造力者除了兩個 EEG 指標有差異之外，在

眼動上也有部分指標有差異。高創造力者比低創造力者總凝視時間較長、平均眼跳（saccade）

幅度較長、平均眼跳速度較快、眼跳速度標準誤較大。Muldner 與 Burleson 將能區分高低創造力

的各類指標投入機器學習的套裝軟體後，發現有兩種分類的模型效果最好，依解題表現歸為高

創造力的受試者，模型預測也歸為高創造力的比率（正陽率）為 .86 和 .76，而低創造力的受試

者卻被模型歸類為高創造力的比率（偽陽率）為 .21 和 .33。 

從以上文獻可知，幾何解題常以總凝視時間、總凝視次數的多寡來反映題目的難易度，而

各 AOI（文、圖、解答）凝視時間、凝視次數，以及進出次數，則可反映各區資訊在解題上的重

要性，以及整合不同 AOI 區的必要性。Muldner 與 Burleson（2015）採用的眼動指標較為獨特，

由於該文的重點在於數學創造力，所選用的眼動指標多了創造力文獻常用的總眼跳距離、平均

眼動幅度、平均眼跳速度，以及反映認知負荷的平均瞳孔大小（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

政，2008；陳學志等人，2010），而這類與眼跳和瞳孔有關的眼動指標在數學教育研究較為罕見。 

此外，由於解題或論證常常需要將中介步驟記錄下來才能往下推衍，一般桌上型眼動儀無

法回應這樣的需求，上述六篇文獻都有獨特的因應或突破。Epelboim 和 Suppes（2001）選用的

幾何文字題其數值與運算步驟簡單到可以心算；Schindler 與 Lilienthal（2019）採用眼鏡式眼動

儀，其誤差較大，所以他們只分析一個眼動資料特別準確的個案；Lin 與 Lin（2014a, 2014b, 2018）

和 Muldner 與 Burleson（2015）都設法結合眼動儀和手寫板，使受試者可以在螢幕的題目區觀看

題目，並在螢幕的解題區寫下紀錄，受試者維持注視螢幕的狀態，使得眼動儀得以持續記錄他

們的眼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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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幾何閱讀與學習 

幾何文本是一種獨特的載體（genre），其閱讀與學習涉及複雜的圖文整合和推理歷程，透過

眼球追蹤技術可以呈現其歷程的特性，例如閱讀幾何圖文時，讀者是先看圖，還是先讀文？若

是先讀文，那麼語句陳述的順序會如何影響閱讀歷程與理解表現？圖文之間的來回參照的時機

是何時？高低推理成分的幾何文本，其閱讀歷程有何差異？圖上代表等角或等邊的著色是否會

影響閱讀歷程與理解表現？吳昭容與其研究夥伴探討了前述這些問題（林寀雯、吳昭容，2016；

陳琪瑤、吳昭容，2012；Lee & Wu, 2018）。 

Lee 與 Wu（2018）以 65 位大學生閱讀九個幾何敘述句來探討幾何閱讀是文主導還是圖主

導？以及敘述是否符合舊新訊息原則（given-new principle）對閱讀歷程的影響。幾何敘述句是

僅在描述附圖的短句，例如「△ABC 中，在 AB、 AC，兩邊做中點連線DE 」，語句簡短且盡量

降低推理成分；每句各有兩種順序，前例的新訊息「 DE 」在舊訊息「 AB、AC」之後，為符合

舊新訊息原則的版本，而「△ABC 中，DE 為 AB 、 AC兩邊的中點連線」則不符合舊新訊息原

則。透過眼球追蹤讀者讀文或讀圖的順序與時間，該文指出幾何閱讀是文主導，也就是讀者絕

大多數先讀文字，而在讀到幾何符號（例如 AB ）時，轉到圖上搜尋對應的符號（搜尋 A、B 的

位置）後，就隨即回到文。而符合與不符合舊新原則的比較顯示，符合的敘述會降低圖文來回

跳視次數、減少整體閱讀時間，而且減少的是圖區的凝視時間，文區的凝視時間則兩版本一樣；

透過馬可夫轉移機率分析掃描軌跡顯示，符合版本的讀者一路閱讀文句到最後出現新訊息（例

如 DE ）時才轉到圖區，在圖上的時間較短；而不符合的版本則會較早就讀到新訊息，此時隨即

轉到圖區，停留在圖區的時間較長，顯示新訊息因為沒有適當的脈絡提供理解，讀者在圖上搜

尋與探索各幾何符號的空間關係的時間就較長。舊新訊息效應指出幾何語句的陳述方式會影響

閱讀歷程，此一結果同樣支持幾何閱讀是文主導的歷程。 

陳琪瑤與吳昭容（2012）除了探討閱讀幾何證明時的圖文比重之外，也比較圖示著色對閱

讀歷程的影響。該研究以眼動儀紀錄 31 位大學生閱讀四道國中難度的幾何題的示範證明，閱讀

不限時，其後須在紙本進行類似題的回憶測驗。四道示範證明均有著色和無著色兩種版本，受

試者被分派到其中一種版本；著色版的附圖會依據證明的內容在圖上用顏色標示等角或等邊長，

無著色版的附圖則為黑白。幾何證明的讀圖凝視時間百分比相當高，但對照專家對四題的難度

評估與受試者的回憶正確率，讀圖的時間百分比與題目難度之間並無特定關係。圖示著色對所

有四題的回憶正確率都沒有影響，而在凝視時間上僅在難度最高的第四題有顯著效果不論文

區或圖區的凝視時間都比無著色版來得短；進一步將與圖示著色相關之解題步驟的總凝視時間

分成初始理解與回視兩階段，用來對應於閱讀研究的解碼與理解，發現著色縮短了三題的初始

理解時間，而對四題的回視時間都沒有影響。這代表圖示著色主要在加速視覺化歷程，也就是



  13 

著色使讀者能快速找到對應於解題步驟的圖形訊息，促使解題步驟中所描述的幾何物件的空間

關係能更快地被建構出來。 

林寀雯與吳昭容（2016）藉由比較不同類型幾何文本的眼動型態來探討幾何閱讀。該研究

請 50 位大學生閱讀 9 題幾何敘述及 2 題幾何證明，其中幾何證明分成已知求證、示範證明兩部

分分析，三者的推理成分依序由低而高。結果發現：幾何敘述、已知求證、示範證明三種文本的

讀圖凝視時間佔總凝視時間比率各自為 .36、.41 和 .51，也就是示範證明的讀圖比率顯著較高。

這顯現幾何文本的推理成分越高，讀者仰賴圖的程度就越重。該文將總凝視時間分成初始理解

與回視兩階段，發現三類文本的初始理解時間佔總凝視時間的百分比由高而低（幾何敘述最高），

而回視時間佔總凝視時間的百分比則相反（幾何敘述最低），推論初始理解與視覺化的關係較密

切，而回視則與理解各文句之邏輯連貫性較有關。最後，該研究將文句的詞彙符號分成三類，

包括一般文字（例如「作」、「在」）、幾何名詞（例如「圓」、「中垂線」），以及幾何符號（例如

「 AC」、「AFC」），眼動軌跡的分析顯示，幾何符號是指引成人讀者到圖參照的線索。相對而言，

讀者讀到一般文字、幾何名詞，則多半繼續閱讀文區，而少有參照圖的眼動型態。 

Alqassab 等人（2018）探討 53 位中學數學師培生研讀對的或錯的幾何證明之眼動型態，及

對該證明之理解與評論。材料是一則運用到平行四邊形及三角形性質來證明某角為 60的題目，

單獨呈現問題之後，對、錯兩種版本的證明，分別有九和八個步驟。為了探討錯的步驟會如何

影響對的步驟的理解，證明的步驟分成兩個畫面呈現，畫面 1 的解題步驟（文區）兩版一對一

錯，畫面 2 則兩版的解題步驟一樣且正確，兩畫面搭配的圖都相同，因此四個 AOI：畫面 1 的

文區、畫面 1 的圖區、畫面 2 的文區、畫面 2 的圖區，對錯兩版僅在畫面 1 的文區有差異。受

試者被隨機分派到正確或錯誤的版本，實驗程序包括兩階段。階段一是在眼動儀上機的情況下

閱讀證明題，並口頭評論其對錯；階段二則進行紙筆測驗，包括幾何知識測驗、階段一證明題

的理解測驗，以及填寫基本資料。研究者就眼動資料的預期是，閱讀錯誤版不僅在畫面 1 的文

區會比正確版的花更多時間，同時造成其它三個 AOI 較難理解而拉長處理時間，而且錯誤版兩

個畫面的圖文來回次數會比正確版多。 

資料分析時，由於每名受試者的閱讀時間長短不同，因此每位受試者四個 AOI 的凝視時間

除以各人的總凝視時間，得到四個 AOI 的凝視時間比率；此外，由於四個 AOI 的面積大小不同，

故四個 AOI 的凝視時間比率與圖文來回次數都再除以對應的 AOI 的畫素（pixel）。接著三個眼

動的依變項：文區的凝視時間比率/畫素、圖區的凝視時間比率/畫素，以及圖文來回次數/畫素，

分別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兩版本在畫面 1 和 2 的分布狀況。整體而言，資料支持 Alqassab

等人（2018）的預測。以第一個依變項為例：錯誤版本的文區凝視時間比率/畫素比正確版本的

大，且兩個版本的文區凝視時間比率/畫素在畫面 1 和 2 有不同的分布，正確版本是畫面 2 比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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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 來得大，而錯誤版本卻是畫面 1 比畫面 2 來得大。 

上述四篇幾何閱讀的論文顯示，凝視時間的長短常被用來推估解碼或理解歷程的難易，文

區和圖區的凝視時間也被用來反映文字、算式相對於圖形對幾何理解歷程的重要性。其次，由

於相互比較的閱讀材料可能篇幅不同，造成總閱讀時間長短不一，將凝視時間除以總閱讀時間，

或者除以 AOI 的畫素，可以提供另一種角度的比較。此外，掃描路徑的分析也見於本節的文獻，

顯示幾何文本的閱讀軌跡有助於反映幾何閱讀歷程。 

伍、口語解碼與媒體設計 

在第參和肆節之後，幾何眼動的認知研究所餘三篇文獻的主題較為分歧，包括幾何詞彙的

口語解碼、多媒體設計的認知效益，以及介面設計的知覺效益。幼兒對口語詞彙的解碼能力理

應影響後續高階能力的發展，也就是聽到語詞就能提取概念，將有助於連貫語詞的前後脈絡，

形成知識、發展更為高階的能力。以往研究多半採用正確率來定義解碼能力，Verdine、Bunger、

Athanasopoulou、Golinkoff 與 Hirsh-Pasek（2017）認為流暢性比正確性來得更關鍵，因此很獨特

地運用眼球追蹤資料來量化幼兒解碼幾何圖形詞彙的速度。Verdine 等人認為幾何詞彙的解碼速

度會是後續空間能力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且低社經地位兒童的語言經驗在質與量上都比高社經

地位兒童來得差，又因為兒童對於詞彙的解碼速度較慢，要跟上口語資訊就得花費較多心力，

也就影響後續更高階能力的發展。他們以三歲幼兒解碼幾何圖形詞彙的速度為標的，發現高社

經地位幼兒的解碼速度確實比低社經地位幼兒來得快，而且有趣的是，三歲幼兒幾何圖形詞彙

的解碼速度可以顯著預測五歲時的空間能力，即使控制了社經地位、一般詞彙能力、三歲時的

空間能力之後，其預測力仍顯著。 

Verdine 等人（2017）設計了一個稱做 SFT（shape fixation task）的作業來評量三歲幼兒的幾

何詞彙解碼能力。該作業用了六種常見的幾何圖形類別（圓、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五角

形、六角形）各有三種型態的圖形，總共 18 個嘗試（trial）。每個嘗試呈現兩個圖形選項 2.5 秒，

接著口語指令重複兩次，例如「注意看三角形、注意看三角形」，時間約 3.5 秒。每個嘗試的眼

動資料僅分析 6 秒中的 4 秒，且每 250 毫秒為一個分析單位，所以每個嘗試有 16 個分析時段，

每名幼兒跨 18 個嘗試在特定時段是否注視到選項中對的圖形所佔的百分比（簡稱 PLT）是否高

過隨機是分析的重點。結果高社經地位幼兒平均PLT顯著高於隨機的時段早於低社經地位幼兒，

而且在指令出現後的 1500-2000 毫秒，高社經地位幼兒的 PLT 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幼兒。這兩

個結果顯示，高社經地位幼兒解碼幾何口語詞彙並看向正確圖形的速度較快，且注視正確選項

的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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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dine 等人（2017）除了上述團體資料的分析之外，運用個別幼兒三歲時的眼動資料轉換

成幾何詞彙正確性與解碼速度兩種指標，來預測四、五歲的空間能力。結果顯示，三歲時的幾

何詞彙解碼速度雖然對三歲當下的正確性不具預測力，但對五歲空間能力卻有穩定的預測效果。

Verdine 等人運用階層混合線性模式進行分析，模式一先投入三歲時的幾何詞彙正確性、再投入

處理速度時，兩者有類似強度的顯著預測力；模式二先投入社經地位、一般詞彙能力、年齡作

為控制變項之後，幾何詞彙正確性雖然仍顯著預測五歲的空間能力，但解釋力明顯小了許多，

然而處理速度的預測歷程還維持相當高的解釋力；模式三在原先三個控制變項之後，再多控制

三歲和四歲時的空間能力，幾何詞彙正確性已經沒有解釋力了，而解碼速度仍然顯著。Verdine

等人展現了眼動儀在反映口語解碼速度的可用性。 

視覺化在幾何學習扮演重要角色，多媒體設計的效益反映在整合圖形與語文訊息的效用

（effectiveness）或效率（efficiency），前者常以測驗表現來呈現，後者則以速度來反映。Molina

等人（2018）針對小學二年級與六年級學生各四十多名，以四個實驗考驗四個多媒體原則對幾

何學習的效果，包括 1. 鄰近效果（文和圖的空間關係以鄰近優於分離）、2. 視覺分散效果（描

述圖形的語文方式以口語優於文字）、3. 冗餘效果（在有圖與口語描述下，增加文字會有負面效

果），以及 4. 圖示效果（文加圖優於文）。透過收集智力測驗與學習風格問卷的資料，研究者將

學生分成等質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採個別施測，首先進行紙本前測；接著教學介入是在 60Hz

眼動儀追蹤的情況下觀看學習材料，學習時間由學生控制，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學習材料不同；

最後進行紙本後測，試題屬於保留測驗的特性。學習效果的量化指標有三：後測得分、學習時

間，以及學習效益（後測得分學習時間）。學習歷程則選了九個眼動指標，用來反映三種不同

的認知歷程：易搜尋性（findability）、視覺努力（visual effort）、興趣（interest）。例如「前凝視

次數」（fixations before）是易搜尋性的指標之一，意指教材呈現之後，凝視點落入特定 AOI 之

前的凝視次數，此一凝視次數越多，代表材料出現之後需要較多的凝視次數才能找到重要的學

習資訊。而「凝視密度」（fixation density）是視覺努力的指標之一，意指特定 AOI 的凝視次數

佔畫面總凝視次數的百分比，越高可能代表無法理解。「凝視時間百分比」是興趣的指標之一，

意指特定 AOI 的凝視時間佔畫面總凝視時間的百分比，百分比高代表對該 AOI 有興趣。多數指

標的 AOI 會包括圖區、文字區，和全區。 

Molina 等人（2018）以 t 考驗分別就二年級、六年級考驗實驗操弄的效果，包括後測成績、

學習時間，以及九個眼動指標在各個 AOI 上的差異。整體而言，後測成績與學習時間多數支持

四個多媒體原則的預測，但每一原則之眼動指標的考驗多達三十幾個 t 考驗，資料解釋就有主

觀選擇與詮釋的空間。例如實驗三考驗冗餘效果時，因為視覺材料上實驗組比控制組多了文字，

因此總凝視時間或次數實驗組會比控制組長，但換成百分比則實驗組在圖上的百分比會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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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短，因此九個指標在各 AOI 的兩組比較時，就有不少考驗與預期不符，但在概念上是可解釋

的，這個研究方法上的議題，本文將在「柒、結論與建議」提出討論。 

此外，軟體介面儀表版設計的好壞，常顯現在功能鍵是否容易搜尋，而眼球追蹤可提供搜

尋效率的指標。Schimpf 與 Spannagel（2011）比較縮減了動態幾何軟體（dynamic geometry software，

簡稱 DGS）儀表版上的功能鍵數量是否比完整儀表版容易搜尋以及附帶意外學習到其它功能鍵

的位置。他們定義「易搜尋性」是以學習階段凝視點第一次落進指定功能鍵 AOI 的時間，越短

代表介面設計越容易搜尋；「感知性」則以測試階段凝視點第一次落入新的指定功能鍵 AOI 的

時間，當學習階段有機會察覺其它功能鍵的位置，那麼在測試階段要搜尋新的功能鍵的時候就

會比較快。該研究並未發現縮減版與完整版的介面有任何差異，包括在以大學生進行單純的知

覺搜尋作業的實驗一，和以中學生進行實際建構幾何物件的實驗二，也就是縮減 DGS 介面的功

能鍵並非必要。 

本節三篇文獻的主題雖然較為分歧，然其共同之處在於都關心幾何作業的處理速度。Verdine

等人（2017）探討口語的解碼速度，其眼動資料的分析必須考量口語出現的時間，使資料處理

有其特殊之處。Molina 等人（2018）探討的是學習速度，也就是學習者花了多少時間才能完成

學習。而 Schimpf 與 Spannagel（2011）比較的則是搜尋速度，也就是不同儀表版設計何者能較

快找到指定的功能鍵。一般實驗所收錄的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通常從刺激出現開始計時，

直到受試者做出反應以終止計時；而所謂的反應通常是按鍵或者說出答案，也就是必須完成整

個認知作業才能反應，而且需要受試者自覺地（voluntarily）做出或說出選擇。相對地，眼動儀

可以更微觀地記錄特定歷程的時間，即使認知作業尚未完成，而且眼動型態可以反映出非自覺

的歷程，進而提供內隱的認知歷程，並擴大適用的受試者範圍。 

陸、眼動楷模 

觀察專家的示範是常見的學習方法。眼動楷模以專家的眼動軌跡作為生手學習的示範，結

合了多媒體教學設計與專家研究的特性，其優點是引導生手的視覺注意力可以和楷模同步，讓

生手可以在對的時間看到對的位置，不只學到楷模在做什麼，也知道楷模看了哪裡。與前述參

至伍小節的研究相比，在 EMME 這個領域中，眼動儀不只可以作為成效評量的工具，同時也是

建構教材的工具。專家的眼動影片作為一種教材，在知覺相關的作業（例如醫療造影的診斷，

或者魚類動作的分類）的效果已有支持的證據（Gegenfurtner, Lehtinen, Jarodzka, & Säljö, 2017; 

Jarodzka, van Gog, Dorr, Scheiter, & Gerjets, 2013），van Marlen 和夥伴（van Marlen, van 

Wermeskerken, Jarodzka, & van Gog, 2016, 2018）則想瞭解 EMME 在程序性解題上的效果。 

 



  17 

van Marlen 等人（2016）以 72 和 68 位社會科學類組的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兩個眼動楷模的

實驗。實驗一的學習材料有四題簡單幾何題，學習每一題之後必須解決兩題類似題，四組的範

例類似題的配對學習之後，有兩題遷移題。實驗操弄是三組學習材料的呈現方式：有意義的

EMME、無意義的 EMME，和控制組。兩組的 EMME 是由 250Hz 眼動儀錄製的影片，並以畫

面更新率為 60Hz 的螢幕呈現，影片上動態地出現代表眼睛注視點的藍點，有意義的 EMME 影

片的藍點落在與解題有關幾何圖的位置上，而無意義的 EMME 的藍點則散布圖上而未聚焦在解

題有關的圖形位置。控制組則沒有呈現藍點。三組影片呈現的時間控制成近似，且最後兩秒都

呈現解答。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到三組，這三組受試者在幾何先備知識與對材料的熟悉性都沒有

差異。結果不論在類似題或遷移題上，三組的正確率都沒有差異，但在解題時間上有邊緣顯著

的效果：類似題上，看無意義的 EMME 會使解題時間比控制組長；在遷移題上，看有意義的

EMME 會使解題時間比控制組短。實驗二調整學習材料為兩題複雜的幾何題（需多個解題步驟，

且圖形包含了數個已知但無用的角度數值與未知的方框），組別縮減為 EMME 和控制組兩組，

兩組的影片都有口語的解題解說，EMME 有代表楷模凝視點的藍點，控制組則沒有。此外，實

驗二的受試者是在眼動儀上機的狀態下閱讀學習材料，以便確認 EMME 是否能更快、更正確地

引導注意力到對的圖形位置上。結果，不論類似題或遷移題的解題正確率，EMME 和控制組都

沒有差異；解題時間上，兩組在類似題沒有差異，在遷移題則 EMME 組反而比控制組花更長的

時間；受試者的眼動紀錄顯示，在口語解釋之後 EMME 比控制組更快注視到相關的 AOI，停留

的時間也比控制組長，但及時移動到位置的比率，兩組沒有差異。van Marlen 等人指出，除了

EMME 無助於程序性解題的學習此一結論之外，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實驗一題目過於簡單、

實驗二有口語說明就足夠，致使 EMME 無法顯現其效果。 

為了確認前一篇論文 EMME 無效的原因，van Marlen 等人（2018）改變了口語說明的明確

程度。他們預期口語解說模糊時，例如以「這個角」取代口語解說的「角 A」，EMME 能顯現效

果。實驗一將 57 名社會科學類科的大學生隨機分派到 EMME 和 ME（modeling examples）組，

EMME 組是模糊的口語解說加上眼動楷模，ME 組僅有模糊的口語解說，其餘的實驗材料設計、

幾何先備知識測驗、眼動資料的處理方式，都與 van Marlen 等人（2016）的實驗二類似。結果

在觀看範例後，先備知識相當的兩組受試者不論在類似題或遷移題的解題表現都沒有差異；解

題時間上，EMME 組在類似題比控制組花更長的時間，而在遷移題則兩組沒有差異；受試者的

眼動紀錄顯示，EMME 組比 ME 組更快注視到相關的 AOI、凝視的比率較高，但停留的時間兩

組無差異。由於大學生受試者的幾何先備知識測驗接近滿分，且類似題與遷移題的正確率都

在 .85 至 .95 之間，為了排除 EMME 無效的結論可能來自天花板效應，van Marlen 等人以中學

一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了實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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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Marlen 等人（2018）實驗二共有四種實驗情境，是由 2（EMME 與 ME）2（口語解說

明確與模糊）組合而成，國一學生被隨機分派到其中一種情境，人數為 26 至 28 人。實驗在電

腦教室進行，每位學生在聽完統一的說明之後，依著電腦設定好的程序以各自的速度完成實驗，

因此並沒有使用眼動儀追蹤受試者的學習歷程。四組學生的先備知識較少且組間無差異，對於

教學影片的評分則有交互作用，也就是接受解說模糊之 ME 的學生，對教學清楚程度的評分顯

著地低於其它三組，而其它三組之間則沒有差異。看完影片後的類似題與遷移題解題正確率都

只有 EMME 優於 ME 的主要效果，口語解說的明確度沒有影響，交互作用也沒有效果。作者們

對於預期的交互作用未顯著的解釋有二，一是各組的人數太少，造成統計考驗力不足，二是口

語明確度的操弄不夠強。van Marlen 等人（2016, 2018）一系列四個實驗，在以大學生為受試者

的前三個實驗都未發現 EMME 對幾何解題有正向效果，在最後一個以先備知識較少的國中生為

對象，則發現 EMME 確實能促進幾何解題。 

眼動楷模應用了專家的眼動影片做為教材，可說是眼球追蹤在教育上的實務應用。但在還

未確認眼動楷模在幾何解題上確實有效之前，仍須研究加以確認。從 van Marlen 等人（2016, 

2018）的論文可以發現，類似題與遷移題的解題表現是考驗 EMME 效果的方法，但若要確認

EMME 是否真的能引導學習者在對的時間看到對的資訊，則必須以眼動儀記錄學習歷程，透過

分析 EMME 組和控制組在特定時間進入關鍵區域的速度、停留時間，以及進入關鍵區域的比率，

來回答 EMME 的視線引導效果，因此關鍵區與特定時間的界定是研究者必須事先思考清楚的問

題。 

柒、結論與建議 

一、總結 

本文回顧的 15 篇幾何眼動研究各有特色，以下分別從幾個面向來總結與評論。就受試者特

性而言，目前眼動儀多半被幾何眼動研究用在探討學習者的歷程，即使專家的眼動軌跡被研究

（Inglis & Alcock, 2012）或被拿來當作學習的楷模（van Marlen et al., 2016, 2018），都不是從教

學者的歷程來探討的。超過半數文獻的受試者是大學生，而所使用的材料是中學教育的幾何素

材，也就是以實際正在學習幾何的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研究較少，其中幼兒與小學生的研究更少，

這與目前的眼動儀必須限制受試者動作才較精準有關。就作業而言，這 15 篇文獻都屬於認知作

業，尚無探討情意狀態的幾何眼動研究。這些文獻的認知作業以問題解決、閱讀、學習，與數位

介面的操作為主，視覺的搜尋、解碼，與理解越關鍵的作業，就越適合使用眼動儀。當認知作業

仰賴即時環境的資訊越少，而越依賴記憶的提取或舊經驗參與的推理，那麼眼動軌跡所能反映

的就越有限。就幾何材料的特性而言，這 15 篇文獻的幾何材料多數是有文有圖，極少部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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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而沒有僅有文字的材料。圖文並陳時的文字承載的訊息量多寡不一，證明或解題範例（林

寀雯、吳昭容，2016；陳琪瑤、吳昭容，2012；Alqassab et al., 2018; van Marlen et al., 2016, 2018）

的文區篇幅較長，文字題的題目（Epelboim & Suppes, 2001; Lin & Lin, 2014a, 2014b, 2018）長度

較短；目前未見無圖的幾何眼動材料，推測乃因若要受試者自行畫出幾何圖需有手寫板，必須

解決其與眼動儀搭配的技術問題；若讓受試者在心中建構幾何圖形並維持心像的認知負荷過重，

則無法反應自然狀態下的幾何作業。就眼動儀型態而言，目前多數採用桌上型眼動儀，僅 Muldner

與 Burleson（2015）採用眼鏡型，桌上型會限制實驗材料由螢幕呈現，而眼鏡型的資料品質與精

準度還待技術改良。研究探討的歷程越需要精細的資料，例如關心閱讀到解題步驟的那一步，

或是看到圖的那個特定的位置，就越需要取樣率高的眼動儀；若只粗略區分為文區或圖區，則

可採用取樣率較低的眼動儀。就眼動指標的選擇而言，凝視時間（或次數）、圖文來回次數，以

及圖文區凝視時間（次數）百分比是幾何眼動量化研究常用的指標，此外也可依據不同研究目

的選擇反映特定心理意義的指標，例如眼跳距離反映的創造力（Muldner & Burleson, 2015）或前

凝視次數所代表的版置易搜尋性（Molina et al., 2018）等。 

Sinclair 等人（2016）提出幾何教育研究的七個重要議題，她們指出發展幾何學習與教學的

理論是首要之務。為了掌握學習者的認知歷程作為理論的基礎，以往理論發展仰賴觀察、訪談，

與測驗，如今眼動儀提供更細微的觀察資料，且訪談時以解題的眼動影片取代測驗的靜態紙本

（Schindler & Lilienthal, 2019）更能激發個案反思其認知策略。此外，Sinclair 等人所提出的視覺

空間推理（visuospatial reasoning）、連結圖形與姿勢（Embodiment，認知的具象化）、運用數位

平台、證明歷程等的探討，眼動儀都可能對這些重要議題產生貢獻。 

二、限制與突破 

眼球追蹤技術使用在研究與應用上有許多優點，雖然目前受限於高昂的費用（軟硬體合計

數十萬至兩三百萬台幣），以及操作與分析技術的門檻高（Lai et al., 2013），能運用的情況較少，

但在科技演進之下此類限制必然逐漸解決。然而在幾何教育領域的研究與應用，尚待突破的至

少有底下兩類限制：一是，眼動指標所反映的心理意義；二是，3D 與真實場景的眼球追蹤與分

析。 

眼動型態是整合多種內在歷程的外顯行為。雖然認知歷程會影響眼動，但眼動並不能一一

對應特定的認知歷程（Kok & Jarodzka, 2017; Schindler & Lilienthal, 2019）。例如，有意願了解學

習材料的凝視時間會比沒意願來得長，而閱讀難以理解時的凝視時間也會比沒有困難來得長，

但是，有理解困難且沒意願的凝視時間可能會變短。所以，光從凝視時間的長短，難以確認閱

讀理解狀況或閱讀意願。類似地，閱讀不同設計之版置的圖文來回次數，越多可能反映能促進

圖文材料成功整合的正向效果，但也可能是整合圖文訊息有困難以致於不斷嘗試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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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sanova, Holmberg, & Holmqvist, 2009）。 

為了解決眼動指標意義不明的問題，多數研究者會參考理論文獻以及運用三角校正（Hyönä, 

2010; Kok & Jarodzka, 2017）。學界累積的研究能逐步釐清眼動指標的心理意義，例如，閱讀是

眼球追蹤研究歷史最悠久的領域，純文字的閱讀研究提供了許多與解碼或理解相關的眼動指標，

多媒體學習的眼動研究就經常從純文字閱讀的文獻中借鏡。不同的認知活動適合運用的眼動指

標可能不同，閱讀理解、問題解決、記憶、創造力、情緒動機等，應該分別參考不同的理論文

獻，因此幾何眼動的研究者應先確認自己著力探討的內在歷程是什麼，參考類似主題的眼動文

獻。由於眼動指標多達上百個，若將文獻上建議的指標都用上，可能造成統計分析的問題與詮

釋結果的困擾。例如 Molina 等人（2018）透過文獻回顧鎖定了九個眼動指標，卻分就兩個年級

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 t 考驗，致使全文有高達上百個獨立 t 考驗，有些考驗的結果看似彼此矛

盾，讓資料解釋有太多主觀詮釋的空間；研究者宜留意，採用很多的眼動指標，對研究未必比

較好。其次，從表一 15 篇文獻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研究都同時運用了測驗，因為此一離線（offline）

的評量資料，可以為線上（online）的眼動資料進行三角校正，例如釐清「長的凝視時間」是代

表資料呈現清晰促使學生願意深入學習，還是呈現方式不佳造成學習的困難，這些可以佐證的

資料包括線上活動當下的放聲思考、活動之後的測驗或訪談、先備知識、閱讀其它語文材料的

眼動表現，以及學習者的各類資訊。 

目前幾何眼動研究的材料絕大部分是由螢幕投影的平面幾何素材，即使涉及立體幾何學習 

的 Molina 等人（2018）的研究，也是透過螢幕以2
1

2
D 方式呈現長方體等形體。雖然有些眼動儀 

可以同時追蹤兩個眼球，但通常儀器只能選擇輸出其中一個眼球的資料或者兩個眼球資料的平

均，此一忽略雙眼深度線索（binocular depth cues）的資料處理方式，只能提供眼睛注視點的平

面推估。要延伸眼動研究到立體幾何，除了眼動儀硬體與軟體的發展之外，教育研究者嘗試探

討立體幾何作業的認知歷程，並推敲眼動指標可能的心理意義，方能敦促眼動儀廠商發展深度

知覺的處理技術。此種眼球追蹤資料的 3D 處理技術也與真實場景或虛擬實境的眼動分析有關，

應該是未來急需突破的問題。 

三、展望 

首先，幾何教材或媒體設計的評估已見眼動研究，然而多半針對靜態教材（陳琪瑤、吳昭

容，2012）或介面的固定版置（Schimpf & Spannagel, 2011），15 篇文獻中僅 EMME 兩篇文獻處

理了動態畫面的眼動資料。然而，現今的教學越來越多動態教材，未來數學科大量使用電子教

科書也是時勢所趨。幾何動態教材該如何設計才能促進學習，是眼動研究非常可著力的研究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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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當眼動追蹤設備越來越平價之後，透過學生閱讀數學電子書時的眼動軌跡來診斷其

學習歷程的好壞，並由系統跳出回饋或提供學習鷹架（如同 Biedert et al., 2010），這類由眼動啟

動適性教學輔助是研究者可以投入的領域。 

第三，幾何眼動研究未來宜增加 K 到 12 年級學生的研究，此種呼籲也見於多媒體眼動研究

的系統性回顧論文（Alemdag & Cagiltay, 2018）。由於中小學學生與教師對配合基礎研究的意願

較低，許多教育議題的眼動研究都以大學生為對象。然而，大學生的認知、後設認知，以及合作

態度都與 K 到 12 年級的學生不同，研究發現不宜類推。當研究者熟練了實驗室的眼動研究、對

現象的預測更有信心之後，理應離開大學的實驗室，進入幼稚園與中小學的校園中進行研究。 

最後，未來值得開發教師觀點的幾何眼動研究。由於人們眼球移動並非都由意識控制，教

師在教學互動中會看向哪裡？看多久？先後順序如何？常常非當事人所能自覺，而這些現象可

以透過實景的眼動追蹤來探討。即使只用 2D 的眼動資料，師資生或教師如何閱讀教材、學生作

業，以及觀看與學生互動的影片，都可以提供師培與專業成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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